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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既有组织免疫研究梳理、归纳的基础上，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与生物医学免疫理论中的免疫应答研究，构建一个综合宏观能力与微观惯例演化视角的多层次分布式组织免疫应答模型。该模型将组织应对内、外环境变化的过程重新描述成一个同时具有惯例人工制品、组织运营惯例以及组织战略动态能力3个层面的复杂自适应系统，自动根据内外异己强度，在相应层面上实施非特异性应答、广泛特异性应答以及独特特异性应答的过程，并借鉴临床医学中上述3类免疫应答特征，对组织免疫能力与组织一般能力以及动态能力间的概念差异进行区分，最后通过组织外部环境、员工个人能力、社会行为模式以及员工工作特征4个控制变量的设置，阐释了具体组织内外环境差异对个别企业免疫效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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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 immunity, this study presents a multilayered distributed immune response model, which integrates th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eory and the explanation of medical biological immune theory on immune response. This model  re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to change within and outside environment as an automatic response process of th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o such change at three different levels, those levels includes routines artifacts, organizational operating routines and organizational strategic dynamic capability. These processes are named as non-specific, wide-specific and unique-specific responses.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ir specific medical meaning, we distinguish between general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dynamic capability and organization immunity capability. Finally, this study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individual ability, social behavior mode and staff's job characteristics can influence the immune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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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免疫理论研究是近年来企业管理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分支，该理论最初起源于Subbanarasimha[1]在《动荡环境中的战略：动态能力的角色》中对于阐释组织动态能力的免疫应答能力的隐喻。与以往借助生态学隐喻来表述组织应对环境变化的“以变应变”类理论相比，组织免疫学派的学者们更加关注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外界环境变化，自动维持组织稳定的企业组织“自稳性”。目前，有关组织免疫的管理学研究已经广泛地分布于战略管理、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创新研究、风险管理以及组织健康等多个领域[2-13]，但概括来讲,现有组织免疫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宏观能力视角与微观惯例演化视角两类。

1  组织免疫研究综述

宏观视角的组织免疫理论主要是由我国学者王以华及其团队成员通过糅合管理学理论（战略管理、组织学习、组织变革、质量管理、危机管理）、复杂系统理论以及医学免疫理论而提出来的[14-17]，主要内容包括：组织的免疫行为分为特异性免疫与非特异性免疫两2个维度，其中非特应性免疫包括组织结构、制度规则、组织文化3部分，而特异性免疫则主要是由组织监视、组织防御以及组织记忆3方面构成[16]。另外，企业的组织年龄与规模对于企业的免疫效能均有显著影响[13]。

此外，姜涛等[18]在惯例生成观理论以及吕萍等[16]的组织免疫研究基础上，通过引入Jerne[19]在组织免疫网络理论中所提出的“生成的语法”假说，重新构建了微观视角的组织惯例-免疫应答理论模型。该理论以生物免疫理论中的“免疫识别”与“自稳态”为基础，将组织视为一个具有良好的学习、识别、记忆与特征提取能力的人体免疫系统，并将组织惯例与变化环境相匹配的演化过程类比为，免疫系统选择一个在抗体独特位上具有合适抗原镜像对应物的抗体与相应抗原发生反应的免疫应答过程。此外，该理论又通过引入现有惯例生成观理论研究中的明示与实行、启示以及组织图式概念[20-22]，将惯例的演化过程视作惯例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情景与惯例的明示以及实行方面三者之间的循环交互模式。其中，具体情景是指组织在持续修改惯例以应对环境压力的变革过程中，某一时间点上的与惯例执行相关联的具体情境；惯例的明示是一个由一系列启示构成的组合；而实行方面则是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采取的特定行为。对此，该理论模型采用组织免疫理论中的组织监视、组织防御、组织记忆3个子过程来概括三者之间的路径关系。具体而言，组织监视是指当组织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后，组织首先根据贮存于惯例明示部分中的“抗原结构镜像（启示组合）”，从既有惯例中挑选最适合的组织惯例来应对组织所遇到的新问题，组织防御则是在组织监视有效的前提下，组织中的惯例执行者通过“试错学习”式的惯例实行活动，来尝试解决组织内外环境变化后所涌现出的新问题，直至最终形成能完全应对此类问题的新惯例；随后，组织又通过进一步地编纂、整理本次惯例更新过程中的试错学习结果，并将新生成的惯例明示以及组织图式保留到组织的记忆库中——即组织记忆，而组织也正是通过这种“选择性变异”与“选择性保留”，不断更新着自己的组织记忆。
2  文献评述
通过对组织免疫宏观能力视角以及微观惯例演化视角的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尽管两种组织免疫研究视角的研究范式以及理论模型各异，但所有研究均是在王以华等[14]所提出的“企业组织是有机体、企业组织是自组织系统以及企业的发展过程是不可逆的”3个假设基础之上，通过将人体免疫系统的免疫应答过程与组织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相对应而展开的，其中对于组织免疫应答过程中的层次性与复杂性以及组织免疫能力与动态能力间的关系，不同视角的研究者们也纷纷进行了探讨。如吕萍等[16]所提出的组织免疫行为机制模型，针对企业组织的非特异性免疫与特异性免疫行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进而将企业组织的结构、制度规则以及文化与组织监视、组织防御、组织记忆3种职能统一纳入组织免疫应答的整体框架之中；而姜涛[23]则在此基础上，通过结合组织惯例-免疫应答理论与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重新构建了一个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的组织惯例-免疫应答理论模型，将组织应对内、外环境变化的过程重新描述成一个同时具有惯例人工制品、组织运营惯例以及组织战略动态能力3个层面的复杂自适应系统，自动根据内外异己强度在不同层面上对其作出应答的过程。
对于组织免疫能力与组织一般能力以及动态能力间的概念差异，尽管目前多数组织免疫研究者均将组织免疫能力视为组织的一种动态能力，如王以华[24]等人曾提出组织免疫能力的监视、识别、防御、学习和记忆体现了动态能力理论的感知/搜寻、决策/选择、重构/配置的机制，但亦有部分研究者对此持反对态度，如苏晓阳[25]曾指出相对于外部“异己”的作用而言，组织免疫能力对于组织内部“有害”异己的监视和清除作用更加直接、有效，因此与动态能力相比，组织免疫能力仅能保证组织的生存，而无法给企业提供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对此，姜涛[23]曾将以往组织战略文献中的各类“动态能力”概念本质统一归纳为，组织适应环境变化进而获取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或方式，进而将以往动态能力文献中的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与方式整合进惯例人工制品、组织运营惯例以及组织战略动态能力3个层面所包含的组成成分与它们之间的交互过程之中，并由此将导致不同组织之间竞争力优劣的动态能力差异进一步细分为：组织图式的差异；组织免疫行为的差异；组织图式与组织免疫行为间的交互过程的差异；组织运营惯例中明示方面与实行方面间交互过程的差异；组织图式与组织运营惯例间的交互过程差异；组织免疫行为与组织运营惯例间的交互过程差异。
此外，我们还发现尽管不同视角的组织免疫理论均承认组织免疫应答过程以及组织免疫能力存在于一切企业组织之中，但目前大多数的组织免疫研究均是围绕处于高度复杂、动态环境下的组织，借助于特异性免疫应答过程应对各类急剧、复杂的环境变化情景而展开的探讨，由此组织这种有效识别组织内外环境变化，内生性地产生并保留新的行为模式的组织免疫能力亦被部分学者视为动态能力[1，23],[24]220。这些研究尽管发掘了不同组织中产生免疫应答行为的相同机制，然而却忽略了个体组织间的内外环境差异对其免疫效能的影响。而现有研究表明：企业的内部特征、战略选择以及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动态性均会影响企业的实际免疫效能[3，11]。由此，如何解释组织内外环境特征对组织免疫效能的影响，亦成为现阶段组织免疫理论发展的关键。
3  综合视角的多层次分布式组织免疫应答模型
在现有组织免疫研究文献中，专门针对不同组织环境下的组织免疫能力差异的讨论基本为零，由此本文在吕萍等[16]以及姜涛[23]的研究基础上重新提出了一个综合宏观能力与微观惯例演化视角的多层次分布式组织免疫应答新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将企业组织视为一个由惯例人工制品、组织运营惯例以及企业战略动态能力3个免疫子系统所构成的3层次的分布式复杂自适应系统，每当企业组织的内外环境发生变化时，上述3个免疫子系统将会针对具体情景，分别通过惯例人工制品、组织运营惯例更新以及特异性组织免疫行为的免疫应答形式进行应答。
具体而言，惯例人工制品、组织运营惯例以及组织战略动态能力分别承担着企业组织运营层面的非特异性免疫、特异性免疫以及组织战略层面的特异性免疫职能。其中，人工制品主要是由组织结构、制度规则以及体现组织文化的人工制品3个部分构成；组织运营惯例则是组织针对某类特定问题而制定的准自动响应的详尽解决方案，它由多个参与者的相互依赖行为所形成。惯例可以划分为“实行”与“明示”两部分，其中“明示”是指惯例的认知形式与抽象的一般化内容，其认知基础是一个由包含强烈共享图式的稳定核心与包含松散共享个人图式的外围的辐射状结构，并且通过一组少而精的启示（拇指规则）组合形式而被惯例执行者们所掌握。惯例的“实行”方面则包含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执行的具体行为[23]。“明示”与“实行”通过与组织日常运营过程中的具体情景间的组织监视、组织防御、组织记忆的循环交互过程，在组织的集体行为模式中不断产生变异、选择和保留的持续改进，进而为组织适应环境变化的渐进式组织变革提供了有效保障。组织战略动态能力则被视为由组织图式（惯例生成语法）与组织特异免疫行为的交互作用构成的生成系统，其中组织图式体现了战略动态能力的“结构”，是组织领导者识别组织内外环境变化，并通过采取相应措施适应其环境变化的简化信息处理的认知框架，而组织特异免疫行为则是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实施的具体战略行动。组织图式可以用来引导、解释和参考组织特异免疫行为，而组织特异免疫行为又可以直接创造、保持和修改组织图式。另外，根据Rerup等[22]研究中的组织图式更新与组织惯例更新互为因果关系的结论，我们认为组织运营层面与组织战略动态能力层面的特异性免疫应答均能导致组织图式的变化，其中组织战略动态能力层面的特异性组织免疫行为，既可以直接通过修改组织图式进而引发组织运营惯例的更新，又可以通过影响组织运营惯例更新中的变异、选择过程间接引发组织图式的更新，上述两种方式共同构成了组织通过突发性组织变革适应环境变化的基础。
其次，借助于人体免疫学中的免疫应答研究，我们将企业组织的免疫应答亦划分为非特异性应答、广泛特异性应答以及独特特异性应答[26]。当企业组织的内外环境发生变异时，企业首先通过惯例人工制品的非特异性免疫应答进行应对。在该过程中，企业仅依靠现有的惯例人工制品来维持其组织内部的稳定，而不作任何的改变。当现有惯例人工制品无法应对此次组织环境变异时，企业的特异性免疫应答活动随即开始启动。组织首先就本次组织环境变异所带来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估，如果环境变异所带来的影响仅局限于组织运营层面时，企业将仅通过组织运营惯例层面的广泛特异性免疫应答应对，如果环境变异所带来的影响还涉及到组织战略层面时，企业将同时开启组织战略层面的独特特异性免疫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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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综合视角的多层次分布式组织免疫应答模型

此外，对于具体组织内外环境差异对个体企业免疫效能的影响，本模型选取组织外部环境、员工个人能力、社会行为模式以及员工工作特征4个控制变量进行探讨。其中，员工个人能力、社会行为模式以及员工工作特征3个变量同属于组织内部环境，它们主要影响企业组织运营层面中的非特异性免疫应答与广泛特异性免疫应答效能。具体而言，组织成员的个人能力是指，在确定工作绩效中起决定作用的KSAs（knowledge，知识；skills，技能和abilities才干）可衡量的集群[27]，其中，组织成员的个人技能不仅包括他们的工作技能，还应包括他们的政治技能。现有研究表明，政治技能可有效降低员工的角色冲突、工作压力、提高工作绩效以及促进员工的职业发展[28-32]，因此也被视为促进惯例形成与更新这个政治进程的润滑剂。规范性的社会行为模式主要包括组织成员的组织认同、内生性的工作动机以及较高的任务投入。根据Witt[33]的研究，组织中的社会行为模式对组织惯例形成的条件有决定性的影响，主导社会行为模式越强调组织认同、内生工作动机、任务投入(对与组织目标一致的任务),那么惯例对协调组织成员实现组织目标所发挥的功能性作用就越大。员工的工作特征主要包括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工作复杂性、工作互赖性以及时间压力。根据现有研究，员工的工作特征对于组织运营惯例以及惯例人工制品的形成与更新均有显著影响[23、34-35]。此外，我们根据杨震宁等人[13]的研究，将组织外部环境划分为竞争环境的生态密度、产业生命周期以及行业类型3个维度，现有研究表明上述3个维度对于个体组织中的惯例产生、变化均有重要影响[23，36]。另外，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又往往是导致组织图式更新的重要变量[23，37]。由此，我们认为组织外部环境的差异对于具体组织运营层面与战略层面的特异性免疫应答行为均有巨大影响。
最后，本文借助于生物免疫理论中对免疫应答的区分，对组织免疫效能、组织免疫能力、组织一般能力以及动态能力的概念范围重新进行了划分，如表1所示。根据现代生物免疫学的研究成果，人体免疫系统在病原体的攻击下将经历3个阶段的免疫应答：非特异性应答、广泛特异性应答以及独特特异性应答[26]。当病原体攻击人体时，人体中的天然物理屏障首先提供直接的保护，这些屏障的组成部分不需要诱导，它们持续存在，不会因为抗原的存在而发展或改变，由此，我们将其与多层次分布式免疫模型中的惯例人工制品相对应，并认为在企业应答内外环境变化的免疫过程中，由惯例人工制品所提供的非特异性免疫应答主要发挥了组织运营层面的非特异性免疫效能。当人体内的天然物理屏障被病原体突破后，人体内可诱导的天然防御机制随即启动，天然免疫细胞通过与入侵病原体表面存在的PAMP结合而活化，并通过采用吞噬、裂解靶细胞及炎症反应等机制清除病原体，该过程亦被称为广泛特异性应答；如果感染未能被天然系统完全控制，由组织淋巴细胞所介导的获得性免疫应答机制随即启动，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通过特异性识别病原体的成分，进而增殖、分化形成子代效应细胞，并通过体液和细胞介导免疫应答机制清除病原体，该过程被称为独特特异性应答。上述二、三阶段的免疫防御不因出现时间先后而相互影响，两种免疫应答行为相互依存而非完全独立发挥作用，并且两种应答机制又同为诱导型的特异性免疫应答，因此，笔者将其分别与多层次分布式免疫模型中由组织运营惯例以及组织战略动态能力所主导的免疫应答过程相对应。在企业应答内外环境变化的免疫过程中，组织运营惯例作为广泛特异性应答的主体，主要发挥了组织运营层面的特异性免疫功能；而组织战略动态能力则通过实施独特特异性应答，承担了组织战略层面的特异性免疫功能。
表1  组织免疫能力与组织能力间的类别比较
	免疫应答
	免疫应答形式
	组织免疫效能
	免疫能力
	组织能力

	非特异性应答
	惯例人工制品
	组织运营层面的
非特异性免疫
	基础免疫
能力
	一般能力

	广泛特异性
应答
	组织运营惯例
更新
	组织运营层面的
特异性免疫
	动态免疫
能力
	

	独特特异性
应答
	特异性组织免疫行为
	组织战略层面的
特异性免疫
	
	战略动态能力


由此，我们将组织免疫能力重新划分为基础免疫能力与动态免疫能力，其中，基础免疫能力是指具体企业组织通过非特异性免疫应答，应对企业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而动态免疫能力则是具体企业组织通过广泛特异性免疫应答与独特特异性免疫应答，应对企业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上述两种免疫能力均受具体企业中的组织外部环境、员工个人能力、社会行为模式以及员工工作特征4个控制变量的影响。其中，员工个人能力的强弱、组织社会行为模式的好坏以及员工工作特征3种组织内部环境要素对于两类免疫能力的高低均有直接影响，而组织外部环境的动态性水平则会直接影响组织免疫应答的频率。根据Wilhelm[34]的研究，在低水平的环境动态性下，企业因动态能力的发展和维护而产生的功能性成本或将完全抵消因此而带来的企业绩效提升。因此，组织外部环境的动态性水平对于组织战略层面的特异性免疫效能具有反向影响。由此，我们将组织能力重新划分为一般能力与战略动态能力，其中一般能力是指具体企业组织通过非特异性免疫应答与广泛特异性免疫应答应对企业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这类能力存在于一切类型的企业组织中；而战略动态能力则指具体企业组织通过独特特异性免疫应答应对企业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该类能力主要存在于具有较高水平的环境动态性企业当中。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在对组织免疫研究回顾的基础上，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与生物医学免疫理论中的免疫应答研究，提出了一个综合宏观能力与微观惯例演化视角的多层次分布式组织免疫应答模型。该模型将组织应对内外环境变化的过程重新描述成一个同时具有惯例人工制品、组织运营惯例以及组织战略动态能力3个层面的复杂自适应系统，自动根据内外异己强度在相应层面上对其作出不同类型应答的过程，并通过组织外部环境、员工个人能力、社会行为模式以及员工工作特征4个控制变量的设置，有效阐释了具体组织内外环境差异对个别企业免疫效能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借助于生物医学中各类免疫应答本质，有效厘清了组织免疫能力与组织一般能力以及动态能力间的概念差异。
尽管我们的多层次分布式组织免疫应答模型较成功地将宏观能力与微观惯例演化视角的组织免疫研究进行了有效衔接，但该模型仍然存在一定的理论薄弱环节。首先，该模型还无法就组织免疫应答过程中的免疫失效情景进行全面地解释。在生物医学免疫理论中，过强或过弱的免疫应答反应均会影响人体的健康，但本模型仅对因过弱的免疫应答反应而导致的免疫失效情景有较好的解释。此外，该模型还无法针对组织免疫能力的“输出”特征（即因组织之间的惯例、图式以及惯例人工制品的复制所带来的目标组织的免疫能力的提升）进行很好地解释。对此，后续研究可根据具体组织免疫问题的特征而选择合适的组织免疫研究范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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